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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界对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不可谓

不熟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不

少文学批评中用符号学矩阵的方法分析文学作

品，那个著名的矩阵图表出现在不少文论家的论

文和著作中。但是，中国文论家们主要是通过詹姆
逊的中介来理解符号学矩阵，而后者对此方法的运

用也许并不符合格雷马斯的原意，并不如原来的矩

阵那样逻辑严密，导致了种种误解和误用。我们有
必要重新审视这一理论模型本身及其在中国的旅

行，理解其深层逻辑，使它得到更有效的运用。

一、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

格雷马斯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家，符号

学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索绪尔语言学
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其研究范围，一方面用于语言

之外的符号现象，另一方面也用于对社会现象和

叙事的研究。跟索绪尔一样，他的符号矩阵是从
二元对立原则发展起来的，最初由一组对立义素

产生。这两个对立义素衔接于一根轴的两端，格
雷马斯称之为“语义轴”，组成了意义的基本结
构。格雷马斯认为，在任何意义结构中，都存在着
一种基本的对立关系:

S1←→ S2
它们之间是绝对否定的反义的关系。如:

白←→黑
大←→小

每一组对立项都拥有一根共同轴: 前一组的

·091·



语义轴是彩色的缺席，后一组的语义轴是连续体

的度量。它们位于所属语义轴的两端，是反义的
关系。如老子所言: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
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2) 。一
切意义都依赖于其对立面的意义，不能独存。每
一个对立都构成了语义的轴线，它们共同构成了

意义生发的区域。这在汉语的构词法中格外显
眼，如: 高低、上下、生死、左右等等。
义素除了反义关系之外，还有矛盾关系。假

设从颜色角度来看，S1 代表“黑”，S2 就代表
“白”。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两对矛盾关系:

( 黑) S1←→S1( 非黑)
( 白) S2←→S2( 非白)

矛盾与反义不同，虽然它们都是同一语义轴

上的区别。反义词分别处于语义轴的两端，而矛
盾的两个词则是语义轴上的不同。“非白”占据
了语义轴上“白”之外留下的全部位置。因此，S1
←→S2，S2←→S1存在着蕴涵关系。在黑白这个
语义轴上，即“黑”与“非白”、“白”与“非黑”之间
具有的蕴含关系。
上述四项就组成了一个“符号矩阵”:

这是给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具体赋值的一
个例子。通过这个例子，我们能够发现，格雷马斯
的矩阵覆盖了语言中的一个“价值”得以定位的
全部有效空间。根据索绪尔对语言的理解，词语
不是分类命名集，而是由语言结构中的价值相互

确定。索绪尔认为: “价值，从它的概念方面看，
无疑是意义的一个要素，我们很难知道意义既依

存于价值，怎么又跟它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必须
弄清楚这个问题，否则就会把语言归结为一个分

类命名集”( 160) 。“一个符号和另一个符号相区
别的特质构成了这个符号本身。差异性造就了特
征，就像它造就了价值和单位一样”，“两个符号
之间只有对立”，“整个语言机制都基于这种对立
和它们所暗含的语音和概念之间的差异”( 279) 。

意义不是来自个别语言符号自身的规定性，

而是由它在符号学矩阵中的位置所确定。符号矩
阵是语言的深层结构，先于具体的意义，是纯形式

的。对于符号学来说，它是先验的结构，而不是经
验的发现。在格雷马斯的规划中，这种“深层语
义学与语言显现方面的语义学是不一样的，所以，

关于该学科的规划，只能建立在一门意义理论上。
阐明获得意义的条件，从中推出意义的基本结构，

然后把该结构当作一套公理系统”( 格雷马斯，
《论意义》上册 168) 。格雷马斯发现的矩阵是一
切价值的内在公理，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点

是，并非格雷马斯发明了矩阵用于研究符号学的

价值问题，而是他发现了一切价值都是由符号矩

阵来定位的规律。一切所谓的“形容词”都处于
这个矩阵之中，或者说，是符号学矩阵规定了这些

形容词的价值运转方式。如:
大———小———非大———非小
喜欢———讨厌———不喜欢———不讨厌
快———慢———不快———不慢
冷———热———不冷———不热
衰败———旺盛———不衰败———不旺盛
……
比如我们可以对“大”这个义素作如下分析:

在不同的语境中，“大”“小”所代表的含义会
发生变化，有时候指的是“连续体的度量”( 如“这
个西瓜大，那个西瓜小”) ，有时候指的是“年纪的
大小”( 如“我 86 年生的，我比你大，你比我小”) ，
有时候指的是“数量、力量的多少”( 如“团结起来
力量大，不团结力量小”) ，有时候指的是“强度的
大小”( “他有时候说话声音太大，有时候又太
小”) 。
“大”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含义，因为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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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词项，拥有多项义素，在不同语境中不同

含义的形成是在与“小”的不同义素对立中形成
的。如在“我 86 年生的，我比你大，你比我小”，
在这里，“大”指的是“年纪大”，正是在与“年纪
小”( “小”这个词项的其中一个义素) 的对立中形
成了此含义。而在“他有时候说话声音太大，有
时候又太小”这句话里，“大”指的是“强度大”，与
“强度小”( “小”这个词项的义素之一) 的对立中
形成了此含义。“大”和“小”这两个词项在语言
的不断发展中义素有可能是无法穷尽的，但处在

结构中它们却是有限的，甚至是唯一的。
但是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并不适用于一切

符号分析。在这个矩阵中，S1 和 S2 分别处于语
义轴的两端，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反义词，这种情况

一般来说仅仅适用于“形容词”，或者更明确一点
说，适用于所谓价值问题。我们很难用符号学矩
阵来分析桌子和板凳在“家具”这个语义场中的
位置，因为我们很难设定“家具”的两端，也很难
像“白”与“非白”一样设定不同家具之间的矛盾。
虽然根据索绪尔的语言价值论，桌子和板凳也是

由一系列价值差异和对立来确定的，但是由于它

们在价值上的含混不清，不适宜用矩阵这种逻辑

演算的方式来定位和说明。
在格雷马斯看来，如果一个意义 S( 作为能指

的宇宙的整体，或者作为任何一个符号系统) ，在

初次被人把握的水平上以语义轴的形式显现( S1
←→ S2) ，那么它的矛盾面就是S，S1是意义的绝
对真空，与 S相矛盾。
语义轴 S在内容层形式的层面上串联着两个

相反的义素:

S1←→ S2
同时，这两个相反的义素必然会有与它们各

自相矛盾的项，即: S1←→S1; S2←→S2。
这四个义素构成了一个意义的基本结构:

在这个图中，S与S首先被切分开来，然后又
由 S语义轴在内容层形式的层面上生发出 S1 与
S2，这两个义素又有了与它们各自相矛盾项S1与
S2。
在这个模型中，格雷马斯把这四项称为“模

型的函项”，并认为由四项中的任意一项，我们都
可以通过取其反义项和取其矛盾项而获得其他三

项。这个矩阵是先验的，纯形式和逻辑的，因此我
们只要了解一个意义，就可以通过矩阵演算出其

他的三项。或者说，任何一个意义都是在与其他
对立和矛盾的意义构成的矩阵关系中获得的。例
如:

黑暗———光明———不黑暗———不光明
红———黑———不红———不黑
……
从上面的“符号矩阵”看出，综合所有关系，

该符号矩阵包含有如下丰富的关系:

从上述“符号矩阵”图及表格所示，格雷马斯
“符号矩阵”四个函项间必然具备以下三种关系:
反义关系( S 轴、S轴上各自两个函项之间的关
系) 、矛盾关系( S1 与S1、S2 与S2各自之间的关
系) 、蕴涵关系( S1 与S2、S2 与S1各自之间的关
系) 。①

二、符号学矩阵分析方法的旅行和变调

中国文论界和批评家对矩阵的了解主要是来

自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认为“格雷马斯这一
机制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要求我们必须把任何表面

上看来是固定的、独立的概念结合到双项对立中
去，这种双项对立是这个概念在结构上就决定了

的，也是它本身能够有意义和被理解的基础”
( “语言的牢笼”137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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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詹姆逊应邀到北京大学开设有关当
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专题课，专门对“符号矩阵”进
行了介绍，并结合文本进行了分析和运用，该课程

演讲录由学生唐小兵翻译成中文出版，即《后现
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90 年代，随着后现代
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走红引起热烈关注，并

且使大陆学者对运用结构主义产生浓厚的兴趣。
90 年代，不少国内学者开始运用结构主义进行文
学批评，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也开始热了起
来，王一川是大陆学者对“符号矩阵”进行运用的
代表，其受詹姆逊对“符号矩阵”运用的影响非常
明显。90 年代国内对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研
究还包括罗钢《叙事学导论》，论著提供了谭国根
《〈定婚店〉的格雷玛( 马) 斯解读》的研究个案，
该个案对唐传奇《定婚店》认真进行了行动元模
型、叙事程序的分析。
詹姆逊早在 1972 年的《语言的牢笼》中就运

用“符号矩阵”对狄更斯的《艰难时世》进行了分
析，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想方

法的对抗，即格拉德格林德先生的实用主义( “事
实! 事实!”) 和以茜茜·朱普及马戏团为代表的
反事实的一方，也就是幻想。依据小说的情节，他
试图寻找另外空缺的两项的答案: 当你否定或否

认想象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相反，当你否定事实

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并且最终得出了一个

“符号矩阵”的四项是

在他看来，“否定想象”的做法可能有的各种
表现是: 格拉德格林德的儿子汤姆偷窃，女儿路易

莎通奸( 至少是未遂的通奸) ，模范学生布利策尔

告发和总的精神毁灭，归结为“犯罪”，是“想象”
的矛盾项，即 － S“罪行”项; 而“事实”的矛盾项则
是“感情或同情心”。他认为，这个语义四边形完
整了，小说也就结束了。也就是说，最后路易莎摒
弃了不幸福的婚姻获得了自由、汤姆偷窃被通告，
格拉德格林德先生意识到了自己讲究事实的教育

方式的重大失败。这样，故事看起来圆满了，小说

也就结束了(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140 ) 。不过
有疑问的是，在这里所确认的“符号矩阵”的四个
函项是否准确呢? 其四个函项之间是否具有可以

演算出来的逻辑关系呢?

如果拿詹姆逊的矩阵与格雷马斯的矩阵相比

较，就会发现其矩阵的问题:

1．“事实”与“想象”并不一定是反义词，想象
的内容完全可能符合事实，想象并不截然处于事

实之外，更不是与事实水火不容。
2．“事实”与“感情或同情心”是矛盾的吗?
这里的问题更明显。在矩阵中，S1 与S1是矛盾关
系，然而事实与感情在何种意义上会处于矛盾关

系呢? 人类的感情或同情心都是基于某种事实而

生发出来的，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是
当我们看见了痛苦的事实之后才会生发的一种情

感。
3．同样的，罪行与想象也不是矛盾关系，罪行
和感情或同情心也不是反义的关系。很多犯罪都
是在想象的引导下完成的。

4．罪行与事实，感情与想象之间也没有蕴含
关系。
那么詹姆逊的逻辑是什么呢? 他在运用矩阵

的时候采取了“跳跃”的办法，他在确立第一条语
义轴的时候，把“格拉德格林德先生的实用主义
( ‘事实! 事实!’) 和以茜茜·朱普及马戏团为代
表的反事实的一方面，也就是幻想”( 詹姆逊，“语
言的牢笼”140) 作为语义轴意义相反的两端。然
而，实用主义和幻想本身是多义的，即使在具体的

语境下，也难以消除他的多义性，而且事实和想象

也不是真正的反义词。我们只有找到了具体语境
中的反义词，才能真正确定语义轴。在《艰难时
世》中，如果把 S1 确定为格拉德格林德先生的功
利主义( 贪财) ，那么其反义词 S2 就应该是奉献
精神，而S1就是不奉献，S2则是不贪财。矩阵如
下:

后面这三项通过逻辑演算出来，在这个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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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茜茜·朱普常常处于 S2“奉献精神”这一边，
而路易莎则居于S2“不贪财”这一边，而汤姆的价
值观和行为则游移不定，有所变化。
詹姆逊的矩阵与格雷马斯的矩阵，最大的区

别在于后者是先验的、逻辑的和可演算的，而前者
有矩阵之外形而无矩阵之实质，四个函项之间并

没有必然的逻辑和演算关系。我们完全无法从
“事实”这个函项推导出其余的三个函项，詹姆逊
的图表中的各种箭头与逻辑结构中的“反义”、
“矛盾”和“蕴含”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箭头和
连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只是这一部小说中的情节

联系，尤其是“罪行”和“感情或同情心”这两项。
他不是在用逻辑，而是用“直觉”总结和把握价值
之间的关系。

1985 年詹姆逊的系列演讲更多地运用了格
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他分别分析了《聊斋志异》
里的《鸲鹆》和《吉姆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鸲鹆》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养鸟人带着八
哥出游，到了绛州的时候囊中羞涩，正愁苦无策时

八哥给主人出了个主意，说把自己卖掉。主人于
心不忍，八哥献计说，到时候自己可以再飞回到主

人身边。于是计谋落定。在绛州大街上，众人对
对答如流的八哥十分喜爱。绛州王听到此消息，
欲买之。问养鸟人，养鸟人说不愿意卖。王便问
八哥，八哥说，给养鸟人十金，不用多给。王很高
兴，把鸟买回了宫殿。八哥说自己需要出笼沐浴。
沐浴完在梁上抖羽毛，等羽毛晾干，便大喊一声:

“臣去呀!”瞬间便已失所在。
如下詹姆逊所给出的矩阵:

(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96)
詹姆逊放在 S1 和 S2 的位置上的分别是

“人”( human) 和“反人”( inhuman) ，并认为“人”
的代表是“主人”，“反人”的代表是王爷。詹姆逊
在对矩阵进行分析时，认为“人”代表的是人的自

然性，“反人”代表的是人的社会化、摒弃自然化
( 如王将鸟用笼子养起来) 。人的矛盾项是“非
人”，反人的矛盾项是“非反人”。“鸟”是“非反
人”和“非人”的综合体。“人”和“非反人”之间
是“友谊”的关系，“反人”和“非人”之间是“金
钱”的关系。身上有“非人”特性的鸟运用欺骗和
谎言骗得了王爷的黄金，逃离了王宫，最后文章到

达“非反人”的终极理想: 鸟和人最终又回归到人
的自然化，摒弃了社会化(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
与文化理论》95 － 98) 。
詹姆逊想从这个矩阵里获得的，是对文章的

人 /物形象的一个剖析、对它们之间错综复杂关系
的一个总结，以及对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思索。
他甚至把符号矩阵当成了顺时针循环的一个人类

文明发展的事件，从人类的自然性到社会化、再到
摒弃社会化，回归自然。符号矩阵形成了一个闭
合的事件分析工具。
这样的分析方法很新颖，但难免让人疑惑，因

为“人”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不是一个义素，而
应该是“词项”( 即多个义素的综合体) 。“人”
( human) 本身的含义是多样的，包括善、恶，同时
本身也包括其自然性和社会性。与此相应，“反
人”( inhuman) 也是多义词，它们都很难作为义素
存在。尽管我们知道，詹姆逊在这里将“人”和
“反人”放在对立的位置，是认为人性中的“友谊
和爱”与“和人的本性相抵触的权力、暴力”之间
的对立。但是这种划分几乎只能说是詹姆逊的个
人之见，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暴力和权力从来都伴

随着人类，并非是一个“人”之外与“人”构成对立
的概念，它更应该说是“人”本身内部多重价值冲
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詹姆逊在中国影响更大的是对《吉姆爷》的

分析。他在符号矩阵的每一个项上加上了其所代
表的人物形象，这显然是借用了格雷马斯行动元

的模型，将其与“符号矩阵”杂糅在一起。

·491·

文艺理论研究 2014 年第 2 期



(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15)
詹姆逊认为，在朝香客身上，有着对理想的信

仰，有固执的追求，但在现实中却是被动的，没有

自己的行动; 而那些冒险家虽然有行动，但看不到

意义，发现不了价值。“因此这里一开始就有某
种对立: 行动←→价值。行动是西方意义上的行
动，即做事，取得成功，价值指的是西方人的行动

中缺乏的意义，或者说体现在朝香客的被动性中

的意义”(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115) 。詹姆逊将“行动”/“价值”看做是一种对
立，然后以此推出“非价值”“非行动”两个函项，
组成符号矩阵，并认为吉姆爷是“价值”和“行动”
的结合，冒险家是“行动”和“非价值”的结合，朝
香客是“价值”和“非行动”的结合，座椅上的人是
“非价值”“非行动”的结合，将人物形象用符号矩
阵表现了出来。
然而詹姆逊的分析有两点问题:

1．对于“行动”和“价值”的关系: “行动”与
“价值”一定是反义的对立吗? 任何行动都是依
据对价值的判断 ( 不管对错与否) 做出的，在

这个例子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不可

兼容性。它们之间称不上是格雷马斯的 “S”与
“反 S”， “S”与 “反 S”是不可兼容的，比如
黑、白，它们不可能同时存在，一块黑色的煤
球，只可能是黑色的，不可能同时又是白色，一

件纯白色衬衫，只能是白色的，不可能同时又是

黑色的。 “S”与 “反 S”是对立的两个义素，
不可能同时存在或兼容。而“价值”与 “行动”
却有可能同时存在，比如詹姆逊分析出来的，他

认为吉姆爷就是 “行动”和 “价值”的统一。
我们可以说人物的性格是自相矛盾甚至对立统一

的，但是“行动”里显而易见包含着对 “价值”
的判断，二者不是截然对立的。这里与其说行动
与价值是对立的，不如说不同行动所代表的不同

价值是对立的。甚至可以说，一切行动都包涵着
价值判断，这种含糊和不准确也许是詹姆逊的分

析总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原因之一。
2．从詹姆逊分析出的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詹姆逊将人物分析与符号矩阵紧紧地联系在了一

起。表面上看，这种分析方法在分析人物形象时
让人耳目一新: 吉姆爷是“价值”和“行动”的结
合，冒险家是“行动”和“非价值”的结合，朝香客
是“价值”和“非行动”的结合，座椅上的人是“非

价值”和“非行动”的结合。从上图中我们看到，
四种人物形象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生动而完美地

囊括到了矩阵的四个外架的框架上。然而，“行
动”和“价值”终究不是一组对立。如果要对立起
来，“行动”与“反行动”、“价值”和“反价值”才是
对立。事实上，在符号学意义上，“非价值”是不
存在的，所谓“非价值”只是针对某一具体价值的
否定，从而自身也是一种价值。

三、中国批评家的“符号矩阵”

中国批评家对符号矩阵的了解基本上都师承

自詹姆逊。王一川在 1991 年 1 － 4 期的《文艺争
鸣》上连载的长篇论文《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
境———近四十年中国文艺主潮的修辞论阐释》
中，用“符号矩阵”理论分析《创业史》梁生宝和
周围人物的互动关系，他所分析的以梁生宝为中

心的“符号矩阵”图如下:

王一川试图阐明以梁生宝为中心的若干种人

物关系，并分析出小说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

里的意识形态意蕴。在这个图中，我们看到，有三
个函项是遵照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来确定
的———“公有化”、“反公有化”、“非公有化”，存
在疑问的是“帮手”这个函项，按符号矩阵的逻辑
来讲的话，这个本应该是“非反公有化”。仔细研
究“非反公有化”的含义，既有可能是帮助公有
化，也有可能是处于中立的状态。所以“帮手”是
“非反公有化”的内容之一，却不是全部。②

王一川所分析的这个“符号矩阵”很容易让
人与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联系起来。“帮手”
这样的函项与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型里的“帮手”
角色何其相似。下图为格雷马斯所归纳出的“行
动元模型”，该模型是在普洛普《俄国民间童话的
形态学》一书对童话故事行动元的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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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马斯认为，这六个行动元是围绕着主体

欲望的对象 ( 客体) 组织起来的，正如客体处

在发送者和接受者的中间，主体的欲望则投射成

辅助者和反对者。王一川上图所用的 “符号矩
阵”正是以“梁生宝”这个中心人物为主体的，
以他的欲望组织起符号矩阵。以梁生宝为中心，
郭、姚便成为反对者、对立者，王便是帮手，而
梁三老汉则是争取的对象。事实上格雷马斯从未
把符号学矩阵用于对小说和叙事这种复杂意义和

价值冲突问题的分析，他的行动元理论是为了进

一步抽象普罗普的情节分析，而不是用于价值分

析。
王一川在《中国形象诗学》里直言是 “以

经过杰姆逊改造的格雷马斯 ‘符号矩阵’去加
以分析” ( 329 ) ，同时，他运用 “行动” “价
值”“非价值”“非行动”四个函项组成的矩阵
来分析莫言《红高粱家族》、贾平凹 《浮躁》里
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分析张炜 《古船》里
的人物隋抱朴的选择过程。
他用符号矩阵分析《红高粱家族》里的人物

形象是这样的:

分析张炜《古船》里的隋抱朴的选择过程的
符号矩阵是这样的:

同样，也用“价值”、“行动”等要素来分析贾
平凹《浮躁》里的人物形象:

与詹姆逊的矩阵分析同样的问题是: 正如前

文对詹姆逊的运用已经批评过的一样，“价值”和
“行动”始终不能构成一种对立，它们不是反义的
一组对立义素。
王一川在这里所运用的矩阵与格雷马斯的

“符号矩阵”对比，有什么异同?
可以说，以上所列举王一川三个矩阵是詹姆

逊模式的“符号矩阵”，它们已经不按照格雷马斯
的套路出牌，它们只是有着“符号矩阵”的外形，
但内在的推演过程是詹姆逊改造过的詹姆逊式

“人物矩阵”，而不是格雷马斯式由一个义素推演
出一个矩阵的“符号矩阵”。而这个矩阵中的人
物又在显现的层面上与小说所宣扬的价值结合起

来。
但是，问题在于任何人物都具有多义性、复杂

性，其行为并不单一，所以简单评价其“行动”与
否，及是否有“价值”，往往会过于武断。比如分
析《红高粱》的任副官和刘罗汉，他们被放在“行
动”———“非价值”的位置上，王一川认为“任副官
和刘罗汉，都有实际行动，但都始终未取得成功，

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所以处在行动———非价
值轴线上。原因显然是被认为是，他们的行动缺
乏充满、强劲的生命力。而他们匮乏的生命力及
其行动———非价值的特点，正好在比较意义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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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出余占鳌和戴凤莲的充满、强劲的生命力及其
行动———价值特点”( 331 )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
出，任副官和刘罗汉之所以被放置在行动———非
价值轴线上，是因为他们的行动与余、戴相比缺乏
强劲的生命力，任副官在自己擦枪走火时丧生，刘

罗汉报复日本人被抓后不幸被剐。但是如果就因
为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就被判定是“非价值”，那
么对他们的这种否定也过于笼统化了，是一种整

体上的否定。任副官生前是余司令部下的一名良
将，刘罗汉则是戴凤莲的得力助手。他们尽管在
抗击日本人的行动上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协助余

占鳌成为乡里一霸、协助戴凤莲支撑酒庄方面却
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要完全根据结果成功
与否来看，其实戴凤莲也算不得成功，因为她在伏

击日军的战斗中一上场就牺牲了，因此也应该算

不得有“价值”。
詹姆逊式矩阵中把“价值”作为函项进行分

析，而符号本身就是价值系统。如前所述，索绪尔
认为，“语言只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 118) ，因
此符号同样也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符号矩
阵”本身就是用来分析“价值”的，如果把价值作
为矩阵的一个项，其实是把矩阵本身“虚化”了。
也正因为价值的“虚化”和难以统一的特点，这样
的矩阵往往分析起人物来就会缺乏准确性。比
如，从《红高粱》的矩阵来看，王一川讲得很清楚，
“从家族角度来看，如果说，整个故事主要在于讲
述余占鳌向单家夺权的行动过程、并且力图证明
这种行动对于树立家族形象具有重要价值，那么

我们不妨以经过杰姆逊改造的格雷马斯‘符号矩
阵’去加以分析”( 329 ) 。从这里我们看出，矩阵
的价值立场是对于“树立家族形象”是否有价值。
余占鳌和戴凤莲、叙述人“我”都是对树立家族形
象有价值的人物，余和戴自不待言，王一川认为因

为“我”有这样的考虑: “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
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

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
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

里。伏惟尚飨! 尚飨!”( 莫言，《红高粱》253 －
54) 。因此“我”是想通过故事来“召唤”家族祖先
的英灵，才回忆和反思家族传统，懂得并赞许先辈

行动的价值。因此，“我”对树立家族形象是有一
定的价值的。对于余豆官( “我”的父亲) ，王一川
则认为他是在非价值———非行动这根轴线上，认

为余豆官全力认同的是“孱弱、安宁而温暖的母
亲世界”，“父亲那种强力行动只能导向动荡不
安、冷酷或暴虐”，“因此是没有价值的，是不值得
的”。但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余豆官其实也多
次得到余占鳌的认可: “好样的，儿子!”并且参加
伏击日军的行动，还勇敢地拿起枪，并在别人对母

亲进行言语侮辱的时候，无畏地站了出来。因此，
余豆官到底对树立“家族形象”有没有价值，如果
对他彻底否定，恐怕也过于武断。再来看看任副
官和刘罗汉，他们对帮助余占鳌夺权和树立家族

形象有没有价值? 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任副官和

刘罗汉生前是余和戴的得力助手。但是，因为他
们虽然“有实际行动，但都终未取得成功”，所以
王一川认为他们“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所以
处在行动———非价值的轴线上”( 331 ) 。这样的
评判标准与“是否有利于树立余家的家族形象”
这样的评判标准出现了偏差，是从任副官和刘罗

汉自身是否取得成功来评判他们的价值，而没有

与评判戴凤莲和余占鳌同样的评判标准来评判他

们。可见，对这些人物是否有“价值”的评判标准
并未取得统一。因为人物自身存在的多义性，用
符号矩阵对人物进行分析，并不准确。
事实上，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的核心之一就

是价值观的冲突，不仅在不同人物之间有价值观

冲突，在同一个人物内心也有价值观的冲突，这就

是所谓“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的区别。在这
样的冲突中，以一个“价值”和“行动”的矩阵来加
以分析，其实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无助于我们

理解价值观的冲突。《红高粱家族》表现了更为
复杂的价值冲突，我们可以尝试用格雷马斯的矩

阵来分析其中复杂的价值。例如钱财、生命和家
国之间的关系。小说中，花脖子绑了戴氏要了一
千大洋，余占鳌送去两千大洋，花脖子对他表示很

钦佩。
如果我们用矩阵勾勒出财富的观念就可以得

到如下图示:

此处的余占鳌的表现是“舍财”，那么这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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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他就是一个轻财仗义之人呢? 并非如此。
余占鳌为了奶奶的大殡，发行纸币，变相对百姓巧

取豪夺。此处余占鳌的表现又是“贪财”的。那
么他到底是贪财还是厌财或者是不贪财呢? 这是

因为他的性情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还是因为他

的行为受到了其他价值观的影响? 余占鳌第一次

给花脖子两千大洋，并不是因为他不爱财，而是因

为他需要得到另外的东西，面子、花脖子的赞赏和
确定赎人成功。在这个时候，他必须舍财，来取得
其他方面的成功。而他发行货币盘剥百姓的时
候，他就仅仅是从贪财来考虑，用枪杆子帮助自己

获得钱财。那么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完全自私的人
呢? 不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重价值观: 爱国。
如果我们分析《红高粱》中的非常重要的一对价
值冲突，就可以更明确这一问题。
图一:

图二:

余占鳌为了爱国抗日而率领手下与日军拼死

战斗，不仅金钱不在话下，连生命也不吝惜。一般
情况下，这两个价值观并不必然发生冲突，爱国者

也并不都要轻视生命。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历史关
头和情况，这两者就会发生激烈冲突。在这篇小
说中，价值观之间充满冲突，而不是简单处于一个

“价值”和“行动”的对立之中。其中的主要人物
都是在自我的内心冲突中行动，而最极端的冲突

就是余占鳌及其手下选择牺牲和战斗。这并非他
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是他为了圆满服从一种价

值观，而必须抛弃一种价值观。在这里，并不是价
值与行动的冲突，而是价值与价值的冲突。
成麻子的故事非常典型。成麻子对于国家本

来没有什么明确的观念: “成麻子逢人便说: ‘你

们怕什么? 愁什么? 谁当官咱也是为民。咱一不
抗皇粮，二不抗国税，让躺着就躺着，让跪着就跪

着，谁好意思治咱的罪? 你说，谁好意思治咱的

罪?’成麻子的劝导使不少人镇静下来，大家又开
始睡觉、吃饭、干活”( 莫言，《红高粱家族》263) 。
这个时候的成麻子对于自己的生命和国家的价值

观处于这样两个位置: 在图一中，他是右下角的

( 不爱国的) ，在图二中，他是处于左上角的( 爱惜

自己的命与利) ，其在图一中的位置是由其在图

二中的位置规定的。
他在这样的价值观选择中行事，在日军的逼

迫之下带路，并使自己家破人亡，他悲痛欲绝，寻

一根绳子上吊，同村的春生救他下来，劝他投八

路:

小伙子生气地说: “麻子大叔! 日
本人杀咱还不够吗? 你怎么还自杀? 活

着去报仇啊! 大叔!”
成麻子对小伙子哭诉着:“春生啊，

大侄子，你婶子和兰子、柱子都死了，我
是家破人亡啊!”
春生提着刀走进院子，出来时他脸

色发青，双眼发红，他一把扯起成麻子，

说:“大叔，走啊! 投八路去! 八路胶高
大队正在两县屯一带招兵买马!”
“我的房子，我的家产呢?”成麻子
说。
“老糊涂! 刚才你要是吊死了，房
子家产给谁? 走吧!”( 莫言，《红高粱家
族》305)

这一段情节使成麻子彻底放弃了( 爱惜自己

的命与利) ，图二中的价值观对他毫无约束，与此

同时，这个故事把“国”与“家”的命运置于一体，
有国才有家，为国就是为家。因为成麻子还有另
外一层极其重要的价值观:

成麻子毫无疑问是爱家的，爱他的婆娘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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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娃，当他家破人亡的时候，才体会到爱国 =爱
家，国不保则家不保，为国报仇就是为家报仇，这

时他把家的价值观与国的价值观置于同一位置。
于是他才能彻底遵从图一中的价值观，成为一个

勇敢的战士。在《红高粱家族》中，常常提及这个
同位关系，小说人物中的爱国主要都是由“爱家”
的感情唤起，冲上九霄。为家而牺牲奋斗，是中国
几千年的传统，在近现代中国的悲惨遭遇中，家与

国联系起来，成为“国家”，这是《红高粱家族》的
主题之一。从读者的角度分析，这实际上也是这
一类牺牲情节具有感染力之处: 小说的读者一般

而言也都是惜生怕死的普通人。小说主人公内心
的价值冲突实际上也会转化成读者内心中的价值

冲突，从而激发起强烈的情感。
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经历了詹姆逊的改造

和传播，在中国的叙事分析中也不乏运用，但是这

些运用与格雷马斯的矩阵运算已经有了不小的距

离，而且也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他用来分析价值观

冲突的本意。也许我们只有重新回到其矩阵的
“义素”概念，才能更好地运用矩阵对价值冲突进
行更为客观和精细的分析，真正理解理论的源头，

才能进行更有效的运用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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